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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

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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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努力消除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差距，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推进区域协调

共同发展。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 2005—2017 年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

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 1) 2005—2017 年，中原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总体

上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呈现出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而东南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除郑州及周边核心区

外，内部其他城市差异性小，具有较明显的内部均一性; ( 2) 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形成了西北

部以郑州为核心的热点区和东南部以阜阳为核心的冷点区，空间关联性较强是该区域内部的典型特征; ( 3) 政府

调控力和人口规模是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对
外开放程度等也产生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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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in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LIU Hai-longa，b，HU Xu-honga* ，GUO Zheng-shenga，LI Man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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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iving to eliminate the gap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
ations is conducive to narrow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and promo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spatial auto correlation and geographical detector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in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2005 to 2017．The research shows
that: ( 1) From 2005 to 2017，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shows a
“M”-type trend of fluctuation rising，and presents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Northwest region and low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Southeast region． Except Zhengzhou and its surrounding
core areas，other cities have small differences and obvious internal homogeneity． (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forming a hot spot with Zhengzhou as the core in the northwest
and a unfocused spot with Fuyang as the core in the southeast． Strong spatial correlation is a typical featur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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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 3)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a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in Zhongyuan urban agglom-
eration，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opening up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urbanization; basic public service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基本公共服务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由政府提供的各类民生服务，其内容涵盖居民生活的各个方

面
［1］。“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举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城镇化的保障。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也在随之提高，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是社会经济实现良性发展的重要基

石，也是城市化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相互影响，耦合协调关系显著
［2］。因此，综合分析城市群基本公

共服务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对缩小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差距和提高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
国外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多角度的探索: 完善公共服务测度的方法，基本建立普适性较高的的公共

服务测算标准和方法体系
［3］，逐步明确了公共服务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4］，对城市发展各阶段特征

与人口健康
［5］、社会问题

［6］
等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探索。研究了城市公共服务的某些领域，在城市公

共交通服务客户满意度的驱动因素
［7］、功能分散和公共服务外部化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

［8］
等方面取得一

些成果，也有尝试利用多层模型法探索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与学校布局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9］。国内关于基

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研究，以省级区域
［10，11］

和沿海地区
［12］

为主，主要借用耦合协调模型，归纳基本公共

服务与城市化间的协调发展规律，提出应通过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来进一步发展城市化的方针
［10，11］，

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基于脱钩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省域范围内二

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2］。在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研究上，着重体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测

度
［13-15］、基本公共服务区域差异

［16，17］、基本公共服务失配度的时空格局演化
［18］

等方面，目前尚无以城市群

的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为对象，对其协调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化分析的相关

研究。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将中原城市群列入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

划
［19，20］，但由于中原城市群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且形成时间较晚，只有郑州一个核心城市，核心城市与其他周

边城市间的经济基础与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大，各市间的整体协调与区域融合不足，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较

为显著
［21］。解决中原城市群内部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是保证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决定着城市群的综合实力与竞争力，同时也是推进城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因

此，本研究以中原城市群 2005—2017 年的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分析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间的

协调发展问题，综合分析其协调发展的演变特征，并定量化分析其影响因素。中原城市群作为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的经济腹地，处于城市群发展的初期阶段，为更好地突出其发展特征与趋势，将其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相

关研究进行了对比。本文相关结论及对策建议能为研究区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

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原城市群位于我国中部，是连通东西部的枢纽与核心地域，也是带动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之一
［19］，其范围包括河南、山西、山东、安徽和河北 5 个省 30 个地市，分为五大区域: 核心发展区包括山西

晋城、安徽亳州和河南郑州、洛阳和许昌等 14 个城市; 东部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包括山东菏泽、安徽宿州、阜
阳、淮北和蚌埠 5 个城市; 西部转型创新发展示范区包括河南三门峡和山西运城 2 个城市; 南部高效生态经

济示范区包括河南南阳、信阳和驻马店 3 个城市; 北部跨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包括河南安阳、濮阳、山西长

27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第 44 卷



刘海龙等: 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图 1 中原城市群区位及范围

Fig． 1 Location and scope of central plains urban agglomeration

治、山东聊城、河北邯郸和邢台 6 个城市
［20］( 图 1) 。

区域内人口密集、资源较为丰富，交通区位优势突

出。但长期以来其内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不

均衡，经济核心区与其他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社会经济数据源于 2006—2018 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河南省统计年鉴》《河北省统计

年鉴》《山西省统计年鉴》《山东省统计年鉴》《安徽

省统计年鉴》、各辖市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以及部分省辖市的统计年鉴。底图基于国家

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 http: / /bzdt． ch． mnr． gov． cn /
index．jsp) 下载的审图号为 GS( 2016) 1666 号的标

准地图制作，无修改。

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成果
［10-18］

以及“十三五”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提出的指标体系，最终构建了两个一级指标，即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化。基本公共服

务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信息化 6 个二级指标、21 个三级指标，城市化

包括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 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 表 1) ，各指标数据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 1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基本公共服务

教育文化

医疗卫生

基础设施

万人均教育支出 /元
万人高等学校数 / ( 所·万人

－1 )

万人小学学校数 / ( 所·万人
－1 )

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 ( 册·万人
－1 )

万人医疗卫生机构数 / ( 他·万人
－1 )

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 ( 张·万人
－1 )

万人卫生人员数 /人
城市用水普及率 /%
城市燃气普及率 /%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 m2·人－1 )

社会保障

生态环境

信息化

万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元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率 /%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覆盖率 /%
失业保险覆盖率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城市污水处理率 /%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万人邮局数( 处)

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户)

万人互联网用户数( 户)

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

经济城市化

市区人口密度 / ( 人·km－2 )

城镇化率 /%
人均 GDP /元
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 /%

社会城市化

空间城市化

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人均城市建成区面积 / ( m2·人－1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 ( m2·人－1 )

2．2 变异系数

本文采用变异系数确定各指标权重，尽量减少主观赋权以及指标量纲不同而对权重产生的影响
［22］，公

式为

Vi = σi / xi，i = 1，2，…，n， ( 1)

wi = Vi /∑
n

i = 1
Vi，i = 1，2，…，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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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i 是第 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σi 是第 i项指标的标准差; xi 是第 i项指标的平均数; wi 是第 i项指标的权

重。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揭示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两大系统的演变特征和协调发展规律，采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其进

行定量分析
［12，23］，主要公式如下:

C = 2 U1 × U2( ) / U1 + U2( ) U1 + U2( )[ ]{ }
1
2 ， ( 3)

T = αU1 + βU2， ( 4)

D = C ×槡 T， ( 5)

式中: D 为耦合协调度; C 为耦合度，C∈［0，1］，U1和 U2分别代表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系统的综合发展水

平( 综合得分为标准化值与权重的乘积) ; T 为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综合协调指数，两者间的整体发展水平

体现了对协调度的贡献; α 和 β 为待定系数，表示子系统的贡献系数。鉴于两系统的相对重要性及相互影响

程度相同，故给 α 和 β 各赋值 0．5［12］。
2．4 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采用 Global Moran's I 指数表示空间邻近空间单元的相近程度。本文通过 Getis-Ord Gi

* 指数测算局部空间自相关，能详细反映研究区域内研究单元间的空间分异特征
［22］。公式为:

I =∑
n

i = 1
∑

n

j = 1
Wij

χ
i － χ

－
( ) χ

j － χ
－

( ) /S2∑
n

i = 1
∑

n

j = 1
Wij， ( 6)

G*
i d( ) =∑

n

j = 1
Wij

χ
j /∑

n

j = 1

χ
j， ( 7)

式中: x 和 S2
分别为变量 x 的均值和标准差; n 为研究单元数; xi 和 xj为空间单元 i 和 j 的属性值; Wij为空间

权重矩阵。
2．5 地理探测器模型

由王劲峰等提出地理探测器分为风险探测器、因子探测器、生态探测器和交互作用探测器 4 个部分。地

理探测器与常规的空间回归分析方法相比，其优势在于既可以探测数值型数据，也可以探测定性数据，并能

探测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及其程度、类型
［24，25］。本文主要借助因子探测器来定量探测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

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模型如下
［25］:

PD，U = 1 － 1
nσ2

U
∑
m

i = 1
nD，iσ

2
UD，i

， ( 8)

式中: PD，U是探测因子 D 的探测力值; nD，i是次一级区域样本数; n 是整个区域样本数; m 为次级区域个数; σ2
U

代表整个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方差; σ2
UD，i是次一级区域的方差。PD，U的取值区间为［0，

1］，PD，U的值越大，表示 D 要素的影响越大。

3 结果分析

图 2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

Fig． 2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3．1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

3．1．1 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

2005—2017 年，整体上区域耦合协

调度表现为缓慢上升-急速下降-快
速上升-再次下降后回升的变化过

程，呈“M”型的波动上升趋势 ( 图

2) ，与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化综合

水平发展趋势整体上保持一致，但

2005—2011 年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水

平与城市化综合水平表现出较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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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变化中的 3 项指标变化幅度均不大，协调程度

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这是由于中原城市群形成较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总体变化规律仍反映了中原城市群

13 年来的协调程度演变趋势与过程。
耦合协调的发展趋势可划分成三个阶段: 2005—2008 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上升阶段，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研究区城市化的进程与人口规模发展迅速，虽然基本公共服务压力较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

善; 2009—2011 年，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普遍较大，2009 年耦合协调度与基本

公共服务综合水平大幅下降。这一时期各市人均 GDP、第二产业产值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主要经

济指标都呈现明显的增速减缓、停滞甚至负增长。3 项经济指标 2009 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6．9%，8．3%和

7．7%，相较 2005—2008 的高速增长而言，增幅显著下降，从而导致耦合协调度下降。但是随着政府采取积

极的经济政策，经济恢复增长，3 项经济指标 2010 年平均增速分别为 19．0%，21．3%和 11．3%，基础设施建

设、民生经济( 包括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和教育等方面) 等指标增速加快，促使各项指标回升; 2012—2017 年，

经济形势平稳，耦合协调度各指标整体回归常态，稳步上升。
就总体波动情况而言，中原城市群与东部沿海城市人口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演变过程保

持一致，且略有滞后
［13］。受经济形势影响，在 2008 年和 2011 年东部沿海地区协调度出现显著下降，而中原

城市群的下降则出现于 2009，2012 和 2013 年，中原城市群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腹地，受其经济形

势影响显著，并在时间上略有滞后且持续时间更长。2010 年和 2011 年协调度强劲的反弹应是得益于 2008
年 11 月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推出的“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随着效

应递减，协调度回归正常发展水平。
3．1．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 选取 2005，2011 和 2017 年的耦合协调度，依据刘传明学者等

［26］
的划分

方法，制定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据此对其耦合协调的空间格局特征进行判断( 图

3) 。
表 2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

Tab． 2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and urbanization coupling coordinated dispatching

D 值域 协调类型 D 值域 协调类型

0．00～0．09 极度失调 0．50～0．59 微度协调

0．10～0．19 严重失调 0．60～0．69 轻度协调

0．20～0．29 中度失调 0．70～0．79 中度协调

0．30～0．39 轻度失调 0．80～0．89 高度协调

0．40～0．49 微度失调 0．90～1．00 极其协调

图 3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总体上，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呈上升的趋势，协调类型以微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为

主，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从时间尺度来看: 2005 年，区域耦合协调度总体属于低水平失调阶段。
其中仅有处于研究区核心城市的郑州市属于微度协调，属于微度、轻度失调阶段的城市各有 13 个，分别处于

其西北部和东南部，驻马店、信阳和商丘属于中度失调阶段。这是由于在 2003 年河南省提出的《中原城市群

发展战略构想》中，只有河南省郑州、洛阳、济源等 9 市，尚未形成完整的规划布局，因此这一时期研究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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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调发展尚处于低水平阶段。2011 年，区域耦合协调度总体好转。属于微度协调的城市增加了济源市至

两个，与 2005 年相比，西北部处于微度失调的城市增加到 17 个，中度失调区消失。2009 年河南省提出“一
极两圈三层”体系，大大增强了郑州对区域的带动和辐射作用。2017 年，区域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郑

州和济源仍处于微度协调阶段，处于微度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的城市各为 14 个，山西的长治和运城由微度

失调下降为轻度失调，这与 2012 年左右山西的煤炭产业改革后整体经济形势下行有关，山西省 GDP 增速由

2011 年的 13．0%降至 2016 年的 4．5%，有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经济发展减速导致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投入的增加也相应减缓。其中，山东两市的协调度与曹现强
［10］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证明鲁西南地区城市

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较为滞后，其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未能与城市化发展相匹配。
从区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来看，水平最高的微度协调变化不大，分布在豫中的区域中心城市郑州始终保

持着最高的耦合协调水平，从 2011 年起，济源市开始成为微度协调区，作为河南省人口与面积最小的地级

市，2017 年人均 GDP 仅次于郑州位列第二，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占绝对主导( 66．3%) ，经济发展外向型特

征显著( 实际利用外资与跨境电商进出口数据达到了全省平均水平) ，因而用于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投资也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测算) ，其耦合协调度也呈现较好的水平。微度失调与轻度失调区域

变化较大，主要体现在山西两市的协调度在 2017 年出现了下降。2005-2017 年，微度失调区集中分布在城市

群的西北部，由西北向中西部延伸，是中原城市群中分布最广泛的耦合协调度类型，2005，2011 和 2017 年分

别有 13，17 和 14 个城市，占总体规模的 43．3%，56．7%和 46．7%，2011 年区域整体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新

乡、菏泽、平顶山、许昌由轻度失调区上升为微度失调区，大部分城市属于微度失调区。轻度失调区主要分布

在区域的北部及东北部，在 3 个年份中城市数量占比分别为: 43．3%，36．7%和 46．7%，除了山西长治与运城

的下降变化，该区域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中度失调区分布主要以豫南的驻马店和信阳为主，但在

2011 年全部消失，表现出耦合协调度的总体进步。
与山东省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山东省高水平发展区主要分布在济南都市圈和半岛城市群中的核心区

域，东部沿海地区则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两区域内均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

的高值区域
［10，12］。而中原城市群仅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单一核心区域，各地市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均属于

失调阶段，说明城市群内部差异性小，一体化程度高。
3．2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

3．2．1 总体协调水平及空间集聚特征 以 2005，2011 和 2017 年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

调度指数为基础数据，计算 3 个年份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得到其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情况( 表 3) 。
可知 3 个年份的 Global Moran's I 值均为正，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Z( I) ＞1．96 ，P( I) ＜0．05) ，可见研究区基本

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在空间上趋于集聚，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依

赖性。
表 3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情况

Tab． 3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年份 M( I) Z( I) P( I)
2005 0．264 2．009 0．044
2011 0．402 2．925 0．003
2017 0．440 3．223 0．001

3．2．2 局部自相关的空间分异规律 总体上，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热点区经历了

小幅波动。局部热点区显著程度逐渐增强，形成了西北部以郑州为核心的热点区和东南部以阜阳为核心的

冷点区，其变化趋势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的演变一致。就热点区而言，2005—2017 年，热点区主要集

中分布在中原城市群的西北部，经历了一个以济源、焦作为辐射中心向外围扩散的演变过程。2005 年表现

为以郑州、济源、焦作为中心的显著区，2011 年增加了新乡，热点中显著区范围扩大，2017 年形成以郑州、济
源、焦作为中心，涵盖晋城、新乡、洛阳的圈层空间结构，辐射范围增加及辐射强度增强。就冷点区而言，

2005—2017 年间集中分布于东南部，其显著程度相对下降。2005 年，以周口、信阳为主的冷点中显著区和以

驻马店、阜阳、商丘为主的冷点低显著区，呈现出较为分散的状态，2011 年形成以亳州为中心辐射阜阳、淮北

的空间圈层结构，2017 年的冷点显著区辐射范围在 2011 年的基础上进一步辐射到商丘市，冷点显著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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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增加。从显著特征来看，热点区的显著程度与辐射区域都显著增强，以郑州为核心的热点显著区不断扩

大，而冷点显著区的规模与幅度则不断降低，只有 2011 年出现了冷点高显著区。
相较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12］
而言，中原城市群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以郑州为核心的分布格局，出现逐步

扩大与增强的核心区，表现出以单一核心城市为主导的空间格局，其区域内部的联系也显著强于东部沿海地

区，具有城市群内部空间关联性较强的典型特征。

图 4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热点演化

Fig． 4 Hotspot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3．3 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

果
［2，12，22，27-29］，并结合中原城市群发展的实际情况，最终选取经济发展水平(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

额 X1) 、政府调控力(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X2，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X3) 、工业化水平( 工业生产总值 X4) 、对外开

放程度( 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X5) 、市场化程度(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 X6) 和人口要素( 年末

单位从业人员数 X7 ) 6 个因素作为探测因素，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在 ArcGIS 中采用自然裂点法对各要素进行分级
［29］，通过式( 8) ，得出各要素对基本公共

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测度 q 值( 表 4) 。
表 4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影响要素影响力测度 q 值

Tab． 4 Quantity value of impact factor force measur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urbanization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X7

2005 0．318 0．304 0．181 0．292 0．379 0．335 0．393
2011 0．266 0．531 0．345 0．173 0．226 0．279 0．232
2017 0．352 0．491 0．372 0．374 0．293 0．322 0．411

由表 4 得出，2005，2011 和 2017 年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各要素重要性差异明显; 政

府调控力、人口要素两因子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在不同年份表现不同。具体来说，2005 年影响

协调发展的首要因素为人口要素，其 q 值最大。2011 年，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变化显著: 政府调控力以 0．531
和 0．345 的 q 值上升至第一位，证明了政府的调控政策在这一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2017 年，政府调控力和

人口要素的 q 值排列前两位，仍是重要影响因素。各因素对两者协调度影响的分析如下: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1) 政策调控力。2011，2017 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影响力 q 值分别为 0．531，0．491
( 表 4) ，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重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力也始终处于上升阶段，这意味着中原城市群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影响。这是由于政府调控对基

本公共服务建设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实现的，目前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主要投资来源于政府投资，因

此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地市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投入。故而经济状况的影响是根本性的，经济

形势的变化显著影响着协调度与聚集度，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X1 的 q 值也仅次于政策和人口要素，因此经济

发展的影响是通过政府财政政策实现的。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草案正式把《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
加进规划草案中，而在 2010 年《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就已正式写进河南省“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是在

2008—2013 年，为刺激内需，政府投资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维持了区域耦合协调度的高速增长。
2016 年《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批复后，区域内各省、市积极协商制度政策，城市群一体化进入落实阶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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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群相比，该区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因此政策性影响与“地方主义”对于城市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影响相较于市场因素更为突出，这也是诸如成渝城市群
［30］、长江中游城市群

［31］
等城

市群共同的特征。2) 人口要素。人口要素对基础设施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在不断增加，2017 年其

影响力测度 q 值上升至 0．411。这是由于近年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显著促进

了区域内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及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因此研究区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水平从

2015 年 0．26 上升至 2017 年 0．27( 图 2) 。
次要影响因素分析。1) 3 个年份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的 q 值由 0．318 增加至 0．352，保持

波动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紧密相联，较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能改善人民生活，还为基本公共

服务建设提供物质保障。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原城市群经济

的总体空间分异格局相似，都是呈现西北高东南低且空间差异不断减小
［2］。因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与城

市化的良性互动需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撑，其协调度的演变过程与经济发展形势保持着高度一致。2)

对外开放程度。2005 年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影响力 q 值为 0．335，之后影响力虽然有下降趋势，但仍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大、见效慢等特点，只依赖政府投入难以实现高效快速的

公共服务发展。尝试将外资引入基本公共服务的部分领域，引进先进的管理和运营经验，利用新的思路提高

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度、从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更为协调。2003 年河南

省明确提出了利用对外开放带动河南发展的战略，大力对内对外进行招商引资，尽管金融危机使外向型经济

受到影响，但是随着 2016 年《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提出、中国( 河南) 自由贸易区以及郑州航空港综合试

验区的相继批复，内陆开放高地的地位也在随之提升，2017 年河南省实际吸收外资有 35．4%投资于批发和

零售、商务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有利于吸纳当地劳动力，提高整体对外开放程度，进而加强外向型经济的发

展。3) 市场化程度。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总体上反映了当地市场规模大小及经济对外

连通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与其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表明市场化与对外开放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为应对

2011 年左右下行的经济形势导致市场总体规模的萎缩，政策干预致使市场化程度略有下降，这一时期市场

化程度的影响因素只有 0．279。随着危机过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原城市群经济形势向好，市场化与对

外开放程度恢复到正常水平，对区域整体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也在逐渐上升，这一变化

过程及影响机制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相同的特征。更高的市场化水平促进更大规模的的外资流入，产生更

有活力的地方经济，进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城市化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
一般影响因素分析。2005—2017 年工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力 q 值相对较低但呈上升趋势，由于中原城市

群工业生产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高耗能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未能显著的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与城

市化协调水平。工业化进程是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器，它反映了城市各要素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和聚集状态，

城市各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大量集聚又使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供给产生规模效应，进而能够加深基

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互动程度，提高二者间协调发展能力
［12］。随着《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稳步推进，

大量落后产能及高耗能、高污染行业逐步淘汰或升级，工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力 q 值也在逐渐上升，高新技术

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效应也会逐渐增强。

4 结论及建议

本研究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了 2005—2017 年中原城市群基本公

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 1)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缓慢上升-急速下降-快速上升-再次下降后回归平稳上升

的“M”型趋势。耦合协调度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协调类型以微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为主，内部差异

性小，具有明显的内部均一性。
( 2)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协调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耦合协调度热点区整体格局存在一

定程度的变动，局部热点区显著程度逐渐增强，同时全局热点区分布演化，形成了西北部以郑州为核心的热

点区和东南部以阜阳为核心的冷点区，具有区域内部空间关联性较强的典型特征。
( 3) 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等的基础上，主要受政府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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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人口规模的影响。
为推动中原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水平，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及实际状况提出以下建

议:①政府要更好的利用宏观调控积极性。破除条块分割的行政壁垒，从顶层设计着眼，探索建立统筹中原

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机构，负责其发展规划的编制、区域政策的制定、重大跨区域问题协调等战略问题。充分

发挥市场作用，避免行政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使其调控手段更为灵活多元。②进一步完善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格局。郑州市应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完善以高铁为代表的现代交通体系，使整个城市群

实现更高层次的融合，进一步降低物流客运成本，提高内部联通程度。其次，要有针对性的做好西北部热点

集中区与东南部冷点集中区的发展规划，缩小地域差异，实现冷热点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性，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③建设更高水平的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扎实推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 河南) 自由贸易

试验区郑州片区等国家级战略平台建设，积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口岸的交通联系，加快发展外向

型产业，增加中心城市间物流、信息流的联系，打造对内对外开放平台。本文采用 30 个地级市为评价单元，

由于区域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较大，若在今后的研究中，能把研究单元进一步细化到县域尺度，将为

进一步揭示区域内协调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与分布特征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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